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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
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

邓燕华　 黄　 健

【摘要】学界对政治效能感多有研究，但已有文献更主要用个体性因素对之
加以解释，缺乏考察宏观的、结构性的因素。论文结合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数据和相关县域信息，研究区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
就均值而言，外部政治效能感随县域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
方法，进一步发现，县域规模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作用不
同。县域规模对处于低分位上的个体影响显著，但对居于高分位上的个体几乎
没有作用。相关研究结果对政府管理与社会稳定维持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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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公民的政治效能感（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给予了很多关
注。坎贝尔（Ａｎｇｕｓ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将这一概念界定为“个体对政治与社会变迁是
否可能以及他们能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感知”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５４：
１８７）。政治效能感一般被区分为内部政治效能感（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和
外部政治效能感（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前者是指公民对自己能够理解政治
并影响政治过程的信念，后者是个体有关政府对市民诉求回应性的感知
（Ｂａｌｃｈ，１９７４；Ｃｒａｉｇ ＆ Ｍａｇｇｉｏｔｔｏ，１９８２；Ｎｉｅｍ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已有研究显示，
内外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Ｃｒａｉｇ ＆ Ｍａｇｇｉｏｔｔｏ，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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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对政治效能感之所以感兴趣，主要因为它是调节公民政治参与的重
要变量。不少学者探讨政治效能感对选举这一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一些研
究显示，那些信任当前政治系统并相信自己能够影响政治进程的公民，更有可
能在各种选举中投票（Ｓａｂｕｃｅｄｏ ＆ Ｃｒａｍｅｒ，１９９１；Ｒａｇｓｄａｌｅ ＆ Ｒｕｓｋ，１９９３；
Ｎａｒｕｄ ＆ Ｖａｌｅｎ，１９９６；Ｐａｔｔｉｅ ＆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１９９８）。反之，如果个体对政府的回应
性不满意，则更不可能参与选举。例如，有研究发现，自１９６０年代以来，美国
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的投票率持续走低，主要是选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下降和
政党认同削弱这两个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 Ａｌｄｒｉｃｈ，１９８２）。除了
对制度化参与有作用，政治效能感也会影响个体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例如游
行与抗议。在已有研究中，有个经典的“低外部效能感—高内部效能感”命题。
该命题指出，同时拥有低外部效能感和高内部效能感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非
制度化行动（Ｃｒａｉｇ ＆ Ｍａｇｇｉｏｔｔｏ，１９８１；Ｐｏｌｌｏｃｋ，１９８３；Ｌｅｅ，２００６）①。

正因为政治效能感会影响政治进程与结果，所以很多学者探讨了这一态度
变量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社会经济地位（Ｅａｓｔｏｎ ＆ Ｄｅｎｎｉｓ，１９６７；Ｅｍｉ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熊光清，２０１４）、政治社会化过程（Ｉｓａａｃ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０；Ｍｏｒｒｅｌｌ，
２００５；Ｐａｓｅ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媒体使用（Ａａｒｔｓ ＆ Ｓｅｍｅｔｋｏ，２００３；Ｋｅｎｓｋｉ ＆
Ｓｔｒｏｕｄ，２００６）、各种政治参与（Ｆｉｎｋｅｌ，１９８５，１９８７；Ｍａｄｓｅｎ，１９８７；Ｃｌａｒｋｅ ＆
Ａｃｏｃｋ，１９８９）以及其他态度变量（Ｖｅｃｃｈｉｏｎｅ ＆ Ｃａｐｒａｒａ，２００９；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０）等方面，分析不同个体在政治效能感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但总体观之，
这些文献主要探讨个体因素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而缺乏考察宏观变量的作
用②。为弥补这个缺憾，本文研究区域规模这一宏观因素对中国公民政治效能感
的影响。

二、区域规模及其影响

在各种宏观因素中，区域规模（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ｚｅ）是影响政治态度和政治
参与的重要因素。所谓区域规模，通常是指一个行政区域内的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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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加姆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Ｇａｍｓｏｎ） （Ｇａｍｓｏｎ，１９６８）和佩吉（Ｊｅｆｆｅｒｙ Ｍ Ｐａｉｇｅ） （Ｐａｉｇｅ，
１９７１）等在更早时提出一个相似的命题，认为具有高内部政治效能感和低政治信任的个体，
更有可能卷入非传统的或抗议性行动。

一些学者探讨了制度因素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如选举系统（Ｋａｒｐ ＆ Ｂａｎｄｕｃｃｉ，
２００８）和立法机构构成（Ｍｉｌｙｏ ＆ Ｐｒｉｍｏ，２００５；Ａｔｋｅｓｏｎ ＆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２００７），也有极个别学者
探讨利益群体与国家政权关系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朱妍，２０１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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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００；Ｌａｓｓｅｎ ＆ Ｓｅｒｒｉｔｚｌｅｗ，２０１１）。自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以来，不少
学者探讨了最优辖区规模问题。在柏拉图看来，一个行政区域必须拥有一定人
口才能得以维持。就当时的城邦而言，柏拉图主张５ ０４０个居民是一个比较合适
的规模。亚理斯多德也认为，区域规模应该恰到好处，不但要达到一定规模，
以使辖区自立更生，又要足够小，能使贤者获得官职以尽其才，同时让市民彼
此相熟、充分互动（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１９４８）。更为晚近些，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认为理想城市规模应在５０ ０００到２００ ０００之间（Ｄａｈｌ，１９６７：９６５）；
区域规模过大或太小，都有其弊端（Ｄａｈｌ ＆ Ｔｕｆｔｅ，１９７３：３）。当然，也有一些
研究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最优区域规模（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７２）。

探讨区域规模影响的文献主要有两大阵营，一派坚持“小而美”（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Ｉ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另一派认为“大而活”（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Ｉｓ Ｌｉｖｅｌｙ）（Ｋｅｌｌｅｈｅｒ ＆ Ｌｏｗｅｒｙ，
２００９）。这两个分支的研究，观点分歧主要体现在个体资源、政治兴趣以及动员
效果三方面（Ｋｅｌｌｅｈｅｒ ＆ Ｌｏｗｅｒｙ，２００４）。坚持“小而美”的研究者认为，在规
模小的行政区域中，居民之间彼此共享相似价值，公民参与的藩篱较少，同时
地方官员对市民的诉求也更关切（Ｆｉｎｉｆｔｅｒ ＆ Ａｂｒａｍｓｏｎ，１９７５；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００；
Ｒｏｓｓ ＆ 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１；Ｌａｄｎｅｒ，２００２；Ｃｏｓｔａ ＆ Ｋａｈｎ，２００３），在这些因素的作用
下，民主的质量往往较高。而认可“大而活”观点的学者却认为，在规模较大
的行政区域内，社区异质性通常较大，因此有着更多吸引公民参与的重要议题
（Ｂａｃｈｒａｃｈ ＆ Ｂａｒａｔｚ，１９７０；Ｂｕｒｎｓ，１９９４），存在更多派系竞争。不同利益群体
为了争取支持，会培训潜在支持者，向他们提供政治参与的知识与技术。不同
利益群体的这类努力，最终会提高整体政治参与水平（Ｆｉｓｈｃｈｅｒ，１９９５；Ｇｒａｙ ＆
Ｌｏｗｅｒｙ，１９９６）。

根据以上观点，区域规模与政治效能感的关系也可能存在两种类型。按照
“小而美”派的逻辑，政治效能感会随着区域规模的提高而降低，因为在规模较
小的区域内，政治往往更为具体，官员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这有利于
促进民众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匹配，进而提升个体对政府回应性的评估，
即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得到了增强。另外，小行政区域内存在的高同质性，
会提升公民的政治兴趣，并将他们动员到政治过程中。随着公民不断卷入政治，
参与经历会使他们更相信自己能够理解和介入政治。换言之，政治参与是一个
学习过程，可以提升个体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但是，按照“大而活”派的逻辑，
区域规模应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一方面，大行政区域的政府能力
往往较强，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更有效率地提供多样化服务以满足公民的
需求，进而加强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另一方面，不同利益群体为争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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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供的相关培训，可以提高公民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即客观上会使公民
内部政治效能感得到增强。

在现有文献中，只有一些经验研究探讨了区域规模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且无定论可寻。有的学者发现区域规模与政治效能感无关（Ａｌｍｏｎｄ ＆ Ｖｅｒｂａ，
１９６３；Ｌｙｏｎｓ ＆ Ｌｏｗｅｒｙ，１９８９；Ｍｕｌｌｅｒ，１９７０），而有的研究却得到相反结论，指
出区域规模与政治效能感存在负相关关系（Ｆｉｎｉｆｔｅｒ，１９７０；Ｆｉｎｉｆｔｅｒ ＆ 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１９７５；Ｖｅｔｔｅｒ，２００２；Ｌａｓｓｅｎ ＆ Ｓｅｒｒｉｔｚｌｅｗ，２０１１）。这些文献大多不是专门而系统
地探讨区域规模对政治效能感的作用，且一般也没有区分人口规模对内外政治
效能感的影响。不过，拉森（Ｄａｖｉｄ Ｄ Ｌａｓｓｅｎ）和瑟利兹卢（Ｓｒｅｎ Ｓｅｒｒｉｔｚｌｅｗ）
（Ｌａｓｓｅｎ ＆ Ｓｅｒｒｉｔｚｌｅｗ，２０１１）的论文是个例外。在他们的研究中，两位作者以丹
麦行政区域改革前后所开展的两次调查为基础，通过准实验的方法证明区域规
模对内部政治效能感有因果作用：区域规模增大，个体内部效能感降低。

当前，还没有经验研究系统分析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一般
认为，内部效能感是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与一些稳定的性格特征紧密相关，比
较不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外部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对政府回应性的
感知，易于受到情境因素和特定事件（如选举过程及结果）的作用（Ｃｌａｒｋｅ ＆
Ａｃｏｃｋ，１９８９）。因此，如果拉森和瑟利兹卢（Ｌａｓｓｅｎ ＆ Ｓｅｒｒｉｔｚｌｅｗ，２０１１）的研
究验证了区域规模对较为稳定的内部政治效能感有因果作用，那么我们有理由
预期，这一因素也可能影响个体的外部政治效能感。

另外，现有文献还存在一个不足，即没有系统考察规模效应在政治效能感
分布不同位置上的异质性。已有研究一般使用经典最小二乘法，分析政治效能
感条件均值如何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在给定了可观测变量情况
下，一些不可观测因素会使区域规模效应随政治效能感分布位置的不同而变动。
比如，已有研究显示，政治资源的分布受到区域规模的影响（Ｂｏｒｃｋ，２００２）。
如果政治资源会作用于政治效能感，那么区域规模效应对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
布不同位置上的群体也可能不同。因此，我们在考察政治效能感均值的影响因
素外，还要关注政治效能感的分布特征。

本文结合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相关县域信息，研究区域规模对
个体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我们发现，就均值而言，外部政治效能感随县域
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我们进一步发现，县域规模对
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上处于低分位的个体作用显著，但对居于高分位上
的个体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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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与变量

要检验县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者必须同时拥有个体层面
和县级层面的信息。为此，我们整合了２０１０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２００９）》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信息，建
构了一个专门的数据库。我们从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获得个体层面数据，从后两个数据
源得到区域背景信息，如县域规模、人均ＧＤＰ、县域支出、民族区域自治等。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采用多阶段分层次等概率抽样方法，其调查点覆盖中国大陆３１
个省级行政单位。首先，此次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１００个县（区），另外加上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５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然后，在每
个被抽中的县（区）中，随机抽取４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
会又随机抽取２５个家庭。最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家庭中，随机抽取一名１８岁
以上的成员进行访问。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数据库的有效样本量为１１ ７８５。

本文研究县这一行政单位的规模效应。我们之所以关注县，主要基于以下
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从历史角度看，自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后，县
长期作为正式的行政单位，边界相对稳定（Ｍａ，２００５）。相比，区在当今中国
行政设置中，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县，但作为复杂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
自主性远不及县。我们只考察县，而不关注区，主要为了尽量减少干扰因素，
以使我们的研究更为稳健。另一方面，从当前来看，县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行
政单位。它不但是地方经济的主要推动者，而且是基层政治的主要容器和公共
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相对于镇和市，县是更为重要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场域
（Ｂｌｅｃｈｅｒ ＆ Ｓｈｕ，１９９６）。因此，在中国五级行政单位中，县适于用来研究区域
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对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的样
本进行了筛选，最后有４ ６７５个观测量进入子样本，构成我们实证分析的基础。

接下来介绍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在现有研究中，很多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
（Ｂａｌｃｈ，１９７４；Ｃｒａｉｇ ＆ Ｍａｇｇｉｏｔｔｏ，１９８２；Ａｃｏｃ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Ｃｒａｉｇ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０；Ｎｉｅｍ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Ｍｏｒｒｅｌｌ，２００３）。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利用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中的四个指标建构外部政治效能感指数。这四个效能感指标分别来自
以下问卷测量项目：（１）政府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在想些什么；（２）我
对于政府部门的建议或意见可以有办法让领导知道；（３）政府官员会重视我们
对政府的态度和看法；（４）我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时，会被有关部门采纳。这
四个测量项目的回应选项包括：（１）完全不同意；（２）比较不同意；（３）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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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同意不同意；（４）比较同意；（５）完全同意。我们对这四个效能感指标进行
重新编码，使每个指标在取值方向上保持一致，即“１”代表效能感最低，“５”
说明效能感最高。我们用两种方法建构外部政治效能感指数。首先，我们使用
因子分析法，建构出的指数是均值为０、标准差为１的连续变量（见表１），我
们称之为因子分析ＥＰＥ指数①。另外，我们又通过加总方式，构建了一个以４
为最小值、以２０为最大值的离散型指数，我们称之为加总ＥＰＥ指数②。我们认
为，通过两种方式建构外部政治效能感指数，并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这样可以增强我们估计的稳健性。

县域规模是我们关注的自变量。在本研究中，这一自变量数据主要来自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２００９）》，测量单位是千人。从表１可以看到，人
口规模在不同的县中差异很大。最小的县不到１０万人，最大县的人口却超过
１６０万。在模型中，我们还控制了其他县域变量，这些信息来自《全国地市县
财政统计资料（２００９）》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首先，我们控制了人口集
中度，因为该变量是一个行政区域的重要特征，且已有研究显示它对政治效能
感和政治参与有影响（Ｋｅｌｌｅｈｅｒ ＆ Ｌｏｗｅｒｙ，２００９）。我们采用赫芬达尔指数
（Ｈｅｒｆｉｎｄａｈｌ Ｉｎｄｅｘ）衡量行政区域的集中度。在本研究中，赫芬达尔指数是一个
县下属乡镇人口比例的平方和。然后，我们将这个指数放大１００倍，使靠近
“１００”的值代表几乎整个县的人口集中在一个乡镇，取值靠近“０”意味着各
个乡镇的人口规模相差不大。

一些有关行政安排的变量也可能影响政府回应性。中国政府赋予一些少数
民族聚集的地区以自治地位，同时自２０００年以来的“强县扩权”改革又赋予一
些县以更多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权利。为了控制这些行政安排的影响，我们引
进两个二元变量：民族区域自治（“１”代表一个县是自治县）和“扩权强县”
（“１”代表一个县名列“扩权强县”中）。已有研究还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公共部门的规模会影响政府的行政表现，进而影响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Ｂｊｒｎｓｋｏ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在这一研究中，我们用人均ＧＤＰ来衡量经济发展水
平，用每千人中公共部门雇员数来衡量公共部门的规模。我们同时还将劳动年
龄人口相对总人口的比例引入模型，以控制人口结构的影响。

此外，我们还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层次的变量，这些变量来自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数
据库。根据已有研究（Ｈａｙｅｓ ＆ Ｂｅａｎ，１９９３；Ｌａｓｓｅｎ ＆ Ｓｅｒｒｉｔｚｌｅｗ，２０１１；Ｂｏｗ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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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子分析的效度检验指标ＫＭＯ值约为０ ７３，说明效度较高。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克朗巴哈系数）值约为０ ７，说明信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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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ｏｎｏｖａｎ，２００２；Ｋａｒｐ ＆ Ｂａｎｄｕｃｃｉ，２００８；李蓉蓉，２０１４；熊光清，２０１４；范
柏乃、徐巍，２０１４），我们控制了年龄、性别、婚姻、民族、教育水平、经济状
况和健康状况。另外，我们引入两个二元变量：户口（是否具有城市户口）和
出生地（是否出生在城市），以控制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影响①。我们还构造
了两个二元变量，以衡量个体的社会交往和互联网使用情况，因为已有研究显
示，社会互动和网络使用会影响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Ｅｖｅｌａｎｄ ＆ Ｈｉｖｅｌｙ，２００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０；Ａａｒｔｓ ＆ Ｓｅｍｅｔｋｏ，２００３；Ｋｅｎｓｋｉ ＆ Ｓｔｒｏｕｄ，２００６；李蓉蓉，
２０１４）。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子分析ＥＰＥ指数 ０　 １ 　 － ２ ０４８ ２ ８３７

加总ＥＰＥ指数 １０ ６８５ ３ ２４７ ４ ２０

年龄 ４７ １３４ １４ ９０７ １７ ９０

男性 ０ ４８７ ０ ５００ ０ １

已婚 ０ ８３３ ０ ３７３ ０ １

高等教育 ０ ０７１ ０ ２５７ ０ １

高中 ０ １４８ ０ ３５５ ０ １

初中 ０ ３０２ ０ ４５９ ０ １

频繁使用网络 ０ １０２ ０ ３０３ ０ １

县域规模 ５ ２７５ ３ ５８３ ０ ８１０ １６ ７５０

人均ＧＤＰ １７ ４６ １６ ５０ ４ ９９ ９２ ４２

工作年龄人口比例（％） ５１ ３４２ ６ ８６５ ３２ ０１５ ６３ ９５８

民族区域自治 ０ １２７ ０ ３３４ ０ １２７ ０ ３３４

扩权强县 ０ ３６２ ０ ４８１ ０ １

赫芬达尔指数 １０ ６０６ ４ ８８３ ３ ７０６ ２２ ０９６

公务人员数 ２４ ８５７ １１ ３３４ １２ ４２５ ６６ ３５８

观测量 ４ ６７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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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参见裴志军（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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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ＯＬＳ）和分位数回归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ＱＲ）分析这两种方法。首先，我们使用ＯＬＳ模型进行分
析。ＯＬＳ模型是基于条件均值的回归方法，能够解释因变量的条件期望与自变
量的关系。但是，均值只是描述随机变量的一种指标，无法全面刻画因变量和
自变量的关系。因此，本文还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①，探讨县域规模对外部政治
效能感的影响。与均值回归模型相比，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更有效地考察由于
不可观测的特征，而使县域规模效应对处在政治效能感分布不同位置的人群的
作用。另外，分位数回归模型弥补了ＯＬＳ模型因数据分布的正态性假设或方差
齐性假设无法得到满足而出现的缺陷，因而更加稳健。

如前文所述，因子分析ＥＰＥ指数和加总ＥＰＥ指数分别为连续型和离散型变
量，相应地，本文在经验分析中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我们首先
运用标准分位数回归模型（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ＱＲ Ｍｏｄｅｌ）对因子分析ＥＰＥ指数做回归，
然后基于计数分位数回归模型（ＱＲ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 Ｍｏｄｅｌ）对加总ＥＰＥ指数进行分析。
标准的分位数回归模型不能用于加总ＥＰＥ指数的分析，因为离散型因变量不能
直接作为自变量的连续函数加以处理。计数分位数回归模型是专门针对这一问
题而开发的计量工具，使用该工具做分析，可以得到自变量在不同条件分布上
的边际效应。

在检验县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时，我们可能面临内生性问题的
困扰。首先，区域规模的影响会受到一些不可观测的县域异质性的干扰。规模
不同的县城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差异，这在属于不同省份的县之间更是如此。例
如，因为历史、文化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不同省份的县城人口相差很大。根据
图１所示，有些省份（如安徽和江苏）的县域规模大，而像青海和西藏等省份
的县城，其人口规模通常较小。同时，这些省份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可能显著不
同。隔离这些因素的影响，对检验区域规模和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至关重要。
其次，具有不同偏好的个体倾向于居住在最能满足自身需求的行政区域内，这
一事实说明个体决定居住地是一个自我选择过程。在中国，经济发展机会和社
会服务供给是影响人们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因为有着更多
工作机会、更高收入水平和更好的社会服务，往往吸引大量内地欠发达地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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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分位数回归模型，参见：（Ｋｏｅｎｋｅｒ ＆ Ｂａｓｓｅｔｔ，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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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的迁入。这个自我选择过程可能使我们对区域规模作用的估计产生偏差。

图１　 不同省份的县域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了解释因不可观测的省级特征而导致的省际间县域规模效应的差异，我
们在ＯＬＳ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中，都控制了省际固定效应。我们也控制了一
些重要的县级特征，以进一步排除其他相关关系的扰动。特别是，我们控制县
域人均ＧＤＰ和处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重。因为，国内人口迁移主要是工作流动
的结果，而人均ＧＤＰ较低的县城更有可能是人口净流出地（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另外，年轻人的流动性比其他年龄组高，更有可能为了工作而迁移到其
他城市；同时，地方政府经常设置一些条件，使得只有那些在教育或经济上满
足了相应条件的人，才能获得所欲迁入城市的户籍（Ｃｈａｎ，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 ＆ Ｔａｏ，
２０１２）。正因为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可以很好地预测该地人口流动
模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均ＧＤＰ和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可以视为迁移过程中
存在的筛选效应（Ｓｏｒ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的代理变量。

四、实证结果

我们首先进行了ＯＬ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２。列（１）和列（２）分别汇报
了因子分析ＥＰＥ指数和加总ＥＰＥ指数的回归系数。这两个回归分析的结果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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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县域规模与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使用因子分析
ＥＰＥ指数的回归模型中，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是－ ０ ０２，而在使用加总ＥＰＥ指
数的回归模型中，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约为－ ０ ０７。这两个系数都在０ ０５统计
水平上显著。经标准化后，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基本相同。

表２　 ＯＬＳ回归结果
　 　 　 　 　 　 （１） 　 　 　 　 　 　 （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男性 ０ １１０ ０ ０３１ ０ ３６１ ０ １０１

已婚 ０ １１８ ０ ０４５ ０ ３９０ ０ １４９

高等教育 ０ ３６９ ０ ０９３ １ ２０４ ０ ３０７

高中 ０ １７７ ０ ０５４ ０ ５８１ ０ １７８

初中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９６ ０ １０４

频繁使用网络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９０ ０ ２１１

赫芬达尔指数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９

民族区域自治 ０ ４１４ ０ ０７０ １ ３２５ ０ ２２８

扩权强县 ０ １６２ ０ １１１ ０ ４９９ ０ ３６１

公务人员数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４

人均ＧＤＰ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６ － ０ １６８ ０ ０８６

工作年龄人口比例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９

县域规模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８

控制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Ｒ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１

观测量 ４ ６０９ ４ ６０９

注：１． 标准误是经过县级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ｓ）校正过的稳健标准误。２． 所有的回归都控制
了民族、婚姻状态、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网络使用和健康状况等个体性特征。３． 显著水
平：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２还表明，一个县的行政地位也会影响个体的外部政治效能感水平。特别
是，民族区域自治县的居民更有可能肯定政府对居民需求的回应性。这或许因
为，拥有民族区域自治的县城，享受到更多政府的优惠政策，居民切实从中受
益；也可能因为，区域自治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自主权，因而能够更及时地回
应居民需求，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客观地提高了居民的外部政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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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有趣的是，人均ＧＤＰ和工作年龄人口比例这两个变量，都与外部政治效能
感呈负相关关系，这或许可以视为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自我选择问题的证据。
一般而言，那些想要获得经济成功、要求更好社会服务的居民，更有可能不满
于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以及对民众诉求的回应。同时，这些人也更不愿意留在
相对落后的地方，而会选择迁到比较发达的地区。当然，发达地区中的这类人，
因为往往没有更好选择而只能留在原地。这样，作为迁移筛选效应的代理变量，
人均ＧＤＰ和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同外部政治效能感负相关也就不难理解。其他的
县域变量，诸如区域集中度和公务人员数，对外部政治效能感没有系统性作用。

ＯＬＳ回归的结果也反映了人口特征变量的影响。从表２可以看到，男性比女
性在总体上拥有更高水平的外部政治效能感，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更有可能对
政府的回应性持肯定态度。另外，教育是影响外部政治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可
以说教育层次越高，个体的外部政治效能感水平也更高。这些结果反映的关系
趋势，在使用因子分析ＥＰＥ指数和使用加总ＥＰＥ指数的两个回归模型中一致。

接下来我们看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分布问题。我们用因子分析ＥＰＥ指数做标
准分位数回归，用加总ＥＰＥ指数开展计数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表３中。
表３汇报了外部政治效能感在０ １、０ ５和０ ９三个分位数上各变量的估计值，
这三个分位数分别代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底端、中部和顶端位置。

表３中的Ａ部分是因子分析ＥＰＥ指数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
看到，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０ １分位上，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是
－ ０ ０４３，且显著性水平为０ ０１。在０ ５ 分位上，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是
－ ０ ０２７，这个数字与ＯＬＳ回归模型中的系数相近。有趣的是，在０ ９分位上，
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是０ ００９，这意味着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顶端，县
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具有微弱的正向影响，但这一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３中的Ｂ部分汇报的是加总ＥＰＥ指数作为因变量的计数分位数回归结果。在
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０ １和０ ５两个分位上，县域规模的回归系数分别
为－ ０ １５３和－ ０ ０９５，且都在０ ０１水平上显著。在０ ９分位上，县域规模对外
部政治效能感同样具有微弱但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在县域规模和外部政
治效能感的关系模式上，Ａ、Ｂ两部分的实证结果一致。

表３还汇报了其他县域特征变量对处于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不同位置上
的个体的影响。可以看到，公务人员数、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和扩权强县等变量，
都对处于低分位的个体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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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分位数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Ｐａｒｔ Ａ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赫芬达尔指数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民族区域自治 ０ ４５１ ０ １４３ ０ ４２１ ０ １３４ ０ ５７６ ０ １６１

扩权强县 ０ ３１７ ０ １０６ ０ １７５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５ ０ １２６

人均ＧＤ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公务人员数 － ０ ０７３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７

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县域规模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５

控制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４ ６０９ ４ ６０９ ４ ６０９

Ｐａｒｔ Ｂ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赫芬达尔指数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６

民族区域自治 １ ６７４ ０ ７７８ １ ３６２ ０ ４１７ ２ ０１４ ０ ３９８

扩权强县 ０ ８４８ ０ ４５６ ０ ４９１ ０ ２５９ ０ ２８６ ０ ４４９

人均ＧＤＰ － ０ １９０ ０ ０９５ － ０ ２４４ ０ ０７３ － ０ １５８ ０ １１５

公务人员数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工作年龄人口比例 － ０ １９７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９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４４

县域规模 － ０ １５３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９５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２

控制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量 ４ ６０９ ４ ６０９ ４ ６０９

注：１． 所有的回归都控制了民族、婚姻状态、经济状况、社会交往、网络使用和健康状
况等个体性特征。２． 在计数分位数回归模型中，标准误是通过自助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获得的，
重复抽样１ ０００次。３． 显著水平：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研究了区域规模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我们的研
究主要有两个发现。首先，就均值来看，外部政治效能感随着县域规模的扩大
而降低。其次，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我们进一步发现，县域规模对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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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效能感条件分布上处于中低分位的个体作用显著，而对居于高分位的个体几
乎没有影响。本文对现有文献主要有两个贡献。一方面，已有研究一般不是讨
论区域规模对总体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就是单独检验它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作
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利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并结合相关县域信息，探
讨区域规模与外部政治效能感的关系。因此，本文扩大了已有文献的研究范围，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中国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另一方面，本文是运用
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政治效能感的首个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使我们不局
限于研究外部政治效能感的条件均值，有助于我们检验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
布不同分位上的区域规模效应，因此该方法能够更全面地刻画区域规模与外部
政治效能感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证明县域规模是影响中国公民外部政治效能感的结构性因素，
同时说明“小而美”学派的逻辑相比“大而活”阵营的更适合中国国情。一方
面，在规模较小的区域，政治更为具体，官员与公民的联系更加紧密；另一方
面，在中国赋权机制下，地方政府的行政裁量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行政级
别（Ｍａ，２００５），县域人口规模的增加未必导致其政府能力的提高。至于为何
县域规模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作用不同，这可能与个体在
政治资源占有上的差异有关。拥有较多政治资源的个体往往有更大的影响力，
因而拥有更多途径谋求政府的有效回应，所以他们可能比较不容易因区域规模
的扩大而降低对政府回应性的评价。而拥有较少政治资源的个体，可能会更加
偏好政治更为具体、官员更易接触的较小社区，人口规模扩大会降低他们获得
有效政府回应的机会。但本文无法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该解释有待进一步
检验。

虽然，县域规模只对在政治效能感条件分布处于中低分位的个体有影响，
但这足以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①，城市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如果地方政府不是主要采取就地城市化，而只是简单地将
农村人口迁往城市，这将引起一个辖区内人口规模的扩大。根据我们的研究结
果，区域规模扩大后，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会降低。而已有研究又显示，外
部政治效能感较低的个体，他们的政治信任和警察信任也更低（胡荣，２０１５），
从而更容易卷入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数量增多又容易引
发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化时，应多采取就地模式，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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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２０００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３６ ２２％，
２０１１年达到５１ ２７％，２０１４年进一步提升到５４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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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盲目集聚人口，单纯扩大城市规模。
不过，大区域规模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是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加以化解的，

如电子政务和赋权更基层政府等。电子政务通过现代技术，能提高信息传播速
度，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Ｈｏｌｌｉｄａｙ ＆ Ｙｅｐ，２００５）。
电子政务的这些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区域规模扩大的负面影响。另外，
赋权更基层的政府，使之有能力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需求，也能使个体外部政
治效能感不受或少受区域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于将来的研究，我们认为还有必要探讨在更低行政层级上的区域规模变
化对外部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最近十几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区划调整，最
常见的是村庄合并（邓燕华，２０１２）①，另外还有乡镇撤并②。这些区划调整必
然提高一个社区的人口规模。这一结构变化是否会降低辖区内居民的外部政治
效能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经验问题。

参考文献
邓燕华（２０１２）． 村庄合并、村委会选举与农村集体行动． 管理世界，７：７６ － ８２．
范柏乃、徐巍（２０１４）． 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数据的多元

回归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１１：２５ － ３０．
胡荣（２０１５）． 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 社会学研究，１：７６ － ９６．
李蓉蓉（２０１４）． 影响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多因素分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１８０ － １８６．
裴志军（２０１４）． 农村和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比较研究． 政治学研究，４：６３ － ７２．
田甜、唐婷（２０１５）． 湖南乡镇区划调整：逾５００个乡镇１ ６万个建制村将被撤并． 华声在线：

ｈｔｔｐ：／ ／ ｈｕｎａｎ． ｖｏｃ． ｃｏｍ．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５０９ ／ ２０１５０９２２１５５３４６７７９３．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７日
访问．

熊光清（２０１４）． 中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五省市的实地调查．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１４０ － １４５．

朱妍（２０１１）． 中产阶层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有效性的评价———比较中国与越南中产阶层的政治
效能感． 青年研究，４：８４ － ９３．

Ａａｒｔｓ，Ｋ． ＆ Ｓｅｍｅｔｋｏ，Ｈ． Ａ．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６５（３）：７５９ － ７８４．

Ａｂｒａｍｓｏｎ，Ｐ． Ｒ． ＆ Ａｌｄｒｉｃｈ，Ｊ． Ｈ． （１９８２）．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８５１

◆论文

①

②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１１年，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从６４ ４万下降到
５９ ０万。

最近湖南省启动了新一轮的乡镇区划调整，全省将撤并５００个以上乡镇（田甜、唐
婷，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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